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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的悠扬，风笛的沧桑，鼓点的厚重，歌者的空灵，还有让人忍不住跟

着跳动的踢踏舞步。那踢踏舞鞋犹如舞者的乐器，而舞者边踩着拍子边表达自己

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大河之舞》，既是视觉享受，亦是听觉盛宴。 

 

《大河之舞》的前世今生 

《大河之舞》的诞生始于一次契机。1994 年，在电视史上最为吸睛的大型比

赛节目“欧洲歌唱大赛”中，其前身（即七分钟版的《大河之舞》）作为幕间演出

首次亮相。爱尔兰裔编舞家迈克尔·弗莱利和他的舞伴珍·布洛尔一反踢踏舞传

统，不仅注重下肢动作，同时在强化节奏、身体幅度的基础上完善视觉编排，伴

随着爱尔兰作曲家比尔·惠兰所作的高亢激昂的乐曲声，别具一格的表演技惊四

座。 

《大河之舞》一夜走红，3 亿欧洲观众的热烈反响使得创编者们决定将它扩

展为大型作品。次年，具有爱尔兰民族历史脉络并将其寓意在宏大戏剧叙事中的

《大河之舞》在都柏林公演，并于同年登陆伦敦。即使是口味挑剔的伦敦观众，

他们也被《大河之舞》所征服。唯一的负面评价来自于那些公认的音乐和舞蹈的

保守派，他们认为《大河之舞》敲响了传统艺术的丧钟。（事实正与此相反，《大

河之舞》为传统注入了一剂及时的强心剂。） 

这些批评家也可能对这部剧在排演开始时所确定的最初结构感到吃惊。正是

在这个早期阶段，约翰·迈克尔根、比尔·惠兰和莫亚·多何蒂决定超越一个纯粹的

爱尔兰舞蹈表演的视野，而是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背景里，融入其他的元素，如

西班牙弗拉门戈，美国踢踏舞和俄罗斯斯拉夫舞蹈等多种多样的舞蹈传统。在接

下来的五年里，所有这些元素都被保留了下来，只进行了小规模的修改：这些元

素从上半场转移到下半场（有时又回到上半场），并根据年度和巡演的背景，一

些新的元素被引入，其他一些则被之取缔。 



2000 年，《大河之舞》正式入驻百老汇，历经打磨后，成熟的剧目内容与叙

事架构日趋稳定。正如制作执行人朱利·厄斯金所言：在最初的五年里，很多内

容和编排顺序都做了修改，但该剧的核心内容依然完好无损；所以，当我们到达

百老汇时，巡回演出的内容已经确定下来，而且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大河之舞》在中国 

2003 年 10 月，《大河之舞》由西向东“流”到了中国。作为首届北京国际戏剧

演出季的闭幕大戏，《大河之舞》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连演六场，之后，转战上海，

作为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剧目于上海大舞台连演五场。此时，中国演

出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虽早已享誉世界，初次来华的《大河之舞》并未获

得期待中的反响（即风靡中国），但从可观的票务数据来看（打破人民大会堂的

票房纪录），已完成了不错的亮相。 

众所周知，2008 年是中国人在历史上难以忘怀的奥运年，就是在这一年里，

《大河之舞》再度来华，作为“相约北京—2008 奥运文化活动”的重要项目于北

京国家大剧院连演五场。艺术本身的自洽性加之奥运会所带来的热度，《大河之

舞》成功创造了国家大剧院的票房纪录。 

真正让《大河之舞》走入千家万户的是 2009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毫无疑问，自 1983 年起，岁岁年年中，春晚早已成为中国人除夕年夜饭上必不

可少的一道下酒菜。作为一年一度的风俗性盛宴，导演往往会调动各种手段，通

过编排形式各异的精彩节目以期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审美需求。而《大河之舞》，

正是作为新鲜元素被引进的——矫健的舞姿，踢踏的步伐，虽是“异文化”，但这

种“可以听见的舞蹈”仍旧唤起了中国人的情感。由此，属于中国的“大河效应”正

式拉开帷幕。  

毋庸置疑，作为综合性艺术，在《大河之舞》中，舞蹈表演、歌曲演唱、器

乐演奏这三大元素被完美地融合于一体。人们或许会疑问，《大河之舞》究竟是

什么？是舞剧，是音乐剧，还是歌舞剧？诚然，我们仍旧很难对它的属性进行界

定，但《大河之舞》对于文化的传承以及对新意的探索，都使其成为当代艺术的

典范。下列因素便是它风靡中国的缘由。 



《大河之舞》的独特性 

诞生已 25 周年、常演常新并经久不衰的《大河之舞》，其独特性便在于对传

统模式的创新。与某些仅为特定观众演出的歌剧和芭蕾不同，《大河之舞》力求

触及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了建构跨越阶级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它打破了社会阶

级及阶层的界限，将差异并之，甚至混杂。 

在一个爱尔兰舞蹈语汇的呈现中，粗俗与优雅变得彼此相同，社会精英与民

间的舞蹈被转化为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换句话说，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大

河之舞》打破了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期望”。在中国，我们常常欣赏古典艺术和

舞台艺术，但我们却习惯性地将严肃与娱乐、高雅与通俗的关系对立起来。对

我们来说，若一部主题严肃的文化作品也可以很有趣，那便是令人惊讶的。诚

然，《大河之舞》所承载的爱尔兰史诗是沉重的，但它的主要表现载体——踢踏

舞——却是轻盈的。 

踢踏舞作为一种相对古老的艺术形式，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风

格，演变成爱尔兰传统踢踏舞和美式踢踏舞这两个主要分支。前者和后者都源

于自身对政治权力的反抗。爱尔兰传统踢踏舞虽然被英国殖民者禁止，但爱尔

兰人却暗中进行，而美国踢踏舞则是在新大陆城市化的进程中、黑人和白人之

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这两种风格都出现在《大河之舞》中，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并有所碰撞。

在第十二幕《新世界的港湾》中，你可以看到白人与黑人的竞争，每个人都以

自己的风格跳踢踏舞。在风格上，爱尔兰舞者的上半身高挑而挺拔，节奏庄严

而凝重，而美国黑人的踢踏舞则较为宽松，表现出一种全新的自信和一种玩世

不恭的幽默。在舞蹈进行的过程中，他们相互学习，相互“玩耍”，民间艺术所

独有的对话性乃至竞赛性被阐释地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传统的爱尔兰踢踏舞一度倾向于形式开放，风格简单而

松散，但在 17 世纪英国殖民法下，爱尔兰音乐和舞蹈却被明令禁止。在 19 世

纪晚期凯尔特复兴时期，当传统的舞蹈被带回时，它的风格却发生了变化。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一场旨在将传统爱尔兰踢踏舞重新引入新兴的爱尔兰共和国

的联合运动中，爱尔兰踢踏舞再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为鼓励年轻的舞蹈者，



他们举办了相应的舞蹈比赛。这种新式的竞技舞蹈后来成为了一种常态：它包

括了严肃的面孔和僵硬的上半身——因为评委们只想看到足部的艺术性，除此

之外别无他求。1995 年，《大河之舞》的诞生将爱尔兰踢踏舞从严格的规则和服

装中永久地解放出来。它更自由的舞蹈风格鼓励舞者微笑，更随心所欲地舞动

整个身体，并积极地与观众互动。有趣的是，这种松散的舞蹈风格实际上更接

近于最初的竞争前的爱尔兰踢踏舞，被称为 Sean Nos(旧风格)。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在唤起这种古老的风格时，《大河之舞》亦进化成

了更为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作品。上肢有更灵活的运动；原先面无表情的舞者

现在对观众和彼此微笑；与此同时，他们的整体舞蹈姿势也更加放松，让他们

可以根据故事情节展开和结束。除了传统的脚尖旋转和空中打击外，编舞家们

还引入了花样滑冰的“A”跳，这也增加了舞蹈的感染力。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尽管《大河之舞》是爱尔兰文化的重要象征，

但它通过向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传统舞蹈敞开大门，避免了陷入狭隘的民族主

义。通过这种创新，既不局限于某种单调的风格，又增强了舞蹈的观赏性。另

一方面，这种“跨文化”艺术的碰撞与融合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西

班牙弗拉门戈舞、美国爵士乐和俄罗斯斯拉夫舞都已成为《大河之舞》中不可

缺少的文化元素。例如，在第六幕《火舞》中，西班牙的弗朗明戈便使中国观

众眼前一亮。当舞蹈演员的红色裙子似乎被天空中炙热的太阳点燃时，她大胆

而狂野的舞蹈姿势闪耀着性感的能量。相比之下，第三幕《凯瑟琳伯爵夫人》

显得庄严肃穆。这一幕的创作灵感来自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同名剧作，该剧作在

都柏林上演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在剧中，凯瑟琳为了使她的同胞免于饥荒而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最终她升入天堂，并被视作爱尔兰母性形象的象征。在《大

河之舞》中，揉合现代芭蕾舞元素的舞姿展现了女性的柔美，铿锵有力的踢踏

舞步挑战了男性所拥有的力量并显现了女性的独立与坚韧。通过这种方式，《大

河之舞》意欲将凯瑟琳伯爵夫人描绘成爱尔兰民族崛起的象征。 

同时，《大河之舞》并未拘泥于其舞剧的属性，而是在不同段落中，将舞蹈

表演、歌曲演唱、器乐演奏有所侧重地展现出来。例如，在第二幕《心的呼喊》

中，无伴奏的合唱安静而优美，有一种飘渺的声音似乎来自于内心深处，吟唱

着人类精神探索的自然渴望。在第四幕“致库卡伦的挽歌”中，爱尔兰风笛吹出



了忧伤的曲调，哀悼了青铜器时代的勇士，凯尔特神话中的英雄——库卡伦。

音乐由一个孤独的风笛手在日落时演奏，而声音是爱尔兰所独有的。因为在《大

河之舞》中使用的管子并不是风笛(苏格兰的风笛)，而是传统乐器“乌利安管”(乌

尔兰是爱尔兰语中的“肘”，因为空气是通过风笛手的肘部运动而通过管道输送

的)。与苏格兰人在战争中使用的鼓声——通常是沙哑刺耳的风笛相比，乌利安

风笛有着一种更柔和、更响亮的共振，并放大了本就缓慢的曲调的忧伤。 

在这缓慢的悲叹之后，第五幕的《雷雨》令人震惊，数十名男演员站在雷雨

和闪电之间。这一幕是否指的是爱尔兰人对英国的最终起义？总而言之，精准

的步伐，强而有力的踢踏声，可见哪怕是面对自然灾害，人们亦永不言败。 

最后，以实际表演的形式，《大河之舞》再次挑战了观众的“期望”，因为在

很多方面，它并不是传统的艺术作品。例如，没有规定要求观众在说话和举止

上要严肃。我们可以欢呼，我们可以跺脚，我们甚至可以站起来一起舞动。在

人们可以看到的成千上万的现场表演中，《大河之舞》是唯一一场可以拿着手机

拍照、录视频并随之“摇头晃脑”的演出。舞者在舞台上“对话”，而我们，则在台

下与他们“互动”。那一刻，不少观众产生了“舞者不在台上”的错觉，或者说，当

时的我们也在台上。而现场演奏的管弦乐则进一步让我们“身临其境”。正是《大

河之舞》的“现场性”使得它的每一次演出是、也将是不可复制的。 

现代传媒的影响力 

除却艺术本身，《大河之舞》对于市场营销的把握亦不容忽视。如同其一反

传统的表演形式（即严肃演出娱乐化），《大河之舞》的推广方式也是反传统的。 

在诞生之初，《大河之舞》就颠覆了以往艺术作品孤芳自赏式的小范围传播，

而是采取了大规模的以电视为主导的推广方式。《大河之舞》的前身作为“欧洲歌

唱大赛”的幕间演出，经由美国的 PBS、英国的 SKY、德国的电视二台、法国的

电视五台等电视台的转播在荧幕上进行了长期的密集播放。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

性，但电视台的反复播放无疑为《大河之舞》打开了市场。 

 而在历经打磨入驻百老汇后，《大河之舞》并未遵循传统的剧场规则，而是

在上演的同时开始推出 DVD 录影。要知道，在当时，无论是纽约的百老汇亦或

是伦敦的西区剧院，为了保证票房，绝不会向外传播演出实况（现在此种做法已



获得部分演出商的许可，用以扩大潜在观众群）。而导演约翰·迈克尔根却独辟蹊

径，认为每一位观看过《大河之舞》录影的观众，都将会成为《大河之舞》现场

演出的潜在观众。而他的预想也在之后的巡演中得到了确认。 

 全球巡演 21 年来，《大河之舞》蝉联了 21 年全球票房冠军，其票房高达 30

亿美金，在全球演出超 18000 余场，累计观众逾 3600 万，其舞台原声音乐不仅

曾获得格莱美最佳音乐专辑奖，更以超白金销量在全球售出 1100 万张。 

就现场演出而言，凡《大河之舞》所到之处，必一票难求。除了之前通过录

影传播获得的大量潜在观众，其不计成本的前期投入亦为自身赢得了更多的观众

源。以在中国的演出为例，早在其 2003 年第一次访华时，就投入了足够的宣传

与广告。上演之前，男女主角便两度赴京预热，就剧中精彩片段展开了小规模的

演出，而在来沪时，更是走入高等院校，为缺乏娱乐活动的大学生们不厌其烦地

讲解并普及踢踏舞。《大河之舞》的宣传活动走进民间、走向校园，而由此被吸

引的潜在观众则在之后走入剧场。 

2009 年年底，《大河之舞》趁着其诞生 15 周年的契机第一次在中国展开巡演

并由此推出特别版。充分的前期宣传加之春节联欢晚会所带来的热度，13 所城

市，60 场巡演，几乎次次爆满。作为《大河之舞》在华演出的项目负责人，李

志强说道：按照成本比率核算，一般演出的宣传投入至多七八十万元，很少有超

过两百万元的，而《大河之舞》则高达三四百万元。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

媒体的各种报道，加之多种形式的广告，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2010 年 2 月 9 日，在北京展览馆演出的《大河之舞》再一次进行了录制，此

次发售的 DVD 除了演出本身还包含了《大河之舞》在各地巡演的花絮、剧照及

相关报道。而带有中国音调、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大河之舞》就此开始在中国

甚至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这也为之后其一年一度的中国巡演打下了坚实基

础。 

当然，除了剧星宣传、广告推送外，其高效精致的舞台、服装设计以及优良

的艺术质量都为自身赢得了“回头客”。正如资深观众所言：没有到过《大河之舞》

现场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而但凡到过《大河之舞》现场的人，

便会欲罢不能。 



世界文明的共通性 

虽然《大河之舞》讲述的是爱尔兰民族的故事，但实质上却和每个民族都息

息相关。剧情中所显现的，无论是与大自然的抗衡、无法避免的战争亦或是背井

离乡的流亡，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 

在上半场中，《大河之舞》集中描绘了爱尔兰的民族源起与民间传说。而起

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森林之神布景则被多次运用：在第一幕“与太阳共舞”以及第

六幕“火舞”中，舞者对太阳的赞颂显现了爱尔兰人的“太阳崇拜”：在第五幕“雷

电之舞”中，虽雷电交加，舞者却屹立不倒，“人与自然抗争”的主题就此展现；

在第八幕“走进春天——收获”中，清新的田园风光与人们对新土地的企盼和希望

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主题。无论是太阳崇拜、人与自然抗衡亦或是人与自然

共生，都蕴藏了“万物有灵”的观念。 

在下半场中，《大河之舞》一转叙事逻辑，开始讲述近代爱尔兰人面对天灾

人祸，开始流离失所，不得不远走他乡。战争、饥荒和奴隶制度割断了人与自然

之间原始的纽带，搅乱了整个人类社会，并改变了土著居民的历史。历史上，大

规模的爱尔兰移民潮始于 18 世纪，当时由于宗教问题，众多基督徒前往新大陆。

而到了 19 世纪中叶时，爱尔兰马铃薯大规模欠收并爆发大面积饥荒，导致人口

锐减四分之一，其中一百万人饿死，一百万人被迫放弃家园。爱尔兰爆发了史上

最大的一次移民潮。自此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中旬，爱尔兰几乎在欧洲拥有着

最高的移民迁出率。 

固有的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和舞蹈开始面临新的未知的文化。在后来的文化融

合过程中，这些移民发现：相比各种文化的不同形式而言，整个人类的经历和表

达方式更具有意义。前文中已经提及，《大河之舞》之所以能在国际范围内获得

较高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尔兰文化元素与其他文化元素的碰撞与融合，

“跨文化”所带来的化学效果是此剧的一个关键欣赏点。可见此种“跨文化”并非刻

意为之，而是历史使然。在第十二幕“新世界的港湾”中，舞蹈单元“踢踏竞技”将

同属不同文化的踢踏并置、“安达鲁西亚”用拉丁舞热烈的旋律传达着街头沸腾的

激情……等等。若置身中国语境，同属河流文化所带来的“共鸣”也使得观众能更

好地投入。正如《大河之舞》的引进方——九维文化负责人张力刚所言：我们本



来就是一个习惯于用舞蹈、节奏与音乐来传递情感、追求爱情、歌颂生活的民族。

《大河之舞》唤起的正是沉淀在我们骨血里的这些潇洒、随意、活力与创造力。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观众和《大河之舞》彼此“两情相悦”的一个原因。 

此外，《大河之舞》每到一处，便会试图与当地的音乐文化进行融合。在中

国巡演之时，《大河之舞》的创编团队有意地将《我的祖国》、《康定情歌》等具

有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并具有中国符号的音调蕴藏在剧中。在演出现场，这样的旋

律几乎是直击人心的。 

 

结语 

现今，已成为爱尔兰文化符号的《大河之舞》正在文化认同的建构中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大河之舞》在将爱尔兰舞蹈推向世界的同时亦改变了爱尔兰

舞蹈的原有面貌。作为具有商业性和具有盈利价值的剧目，也有人认为《大河之

舞》的文化真实性和种族身份是值得怀疑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撇开这些问题不谈，《大河之舞》在唤起大众的同时，也引起了爱尔兰踢踏

舞的全球同质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对非土著的《大河之舞》，性感的短裙已

不是凯尔特人的符号，更不能表示爱尔兰人的身份。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他们

肯定地认为《大河之舞》是爱尔兰传统的踢踏舞。 

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本身就是被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所建构

的。在笔者看来，《大河之舞》的成功并非偶然，无论是其兼收并蓄，打破文化、

民族界限的艺术内容，还是其高度市场化的制作与运作，都可圈可点。而在急需

“中国声音”，意图将中国文化撒向世界的当下，我们似乎能就此学到些什么。 

如河流一般奔腾往全世界的爱尔兰人，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望向文化的源头。

他们用一样响彻云霄的声音，一样激昂向上的舞步，唱出一个民族不会被任何历

史所磨灭的伟大。 

 现在，也许是中国创造属于自己的《大河之舞》的时候了？ 


